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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协调耦合视角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时空特征

杨 庆,张凤太,孙长城,杨兴雨,肖粤东,魏 珍
(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重庆400054)

摘 要:[目的]科学测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非协调耦合度,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与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

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协调耦合、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了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耦合关系。[结果]①随着时间的演变,城市之间生态保护水平差距减小,但高质

量发展差距增大,两个系统的非协调性耦合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②空间分布上,非协调耦合度值小于等

于0.5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下游,且逐渐向中上游扩散。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耦合

度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效应显著。[结论]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

调耦合度存在较大差异,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市群以及省会城市的带动作用是破解地区非协

调耦合发展程度较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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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and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ofHigh-quality
Develop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inYangtzeRiverEconomic

BeltfromPerspectiveofNon-coordinatedCoupling
YangQing,ZhangFengtai,SunChangcheng,YangXingyu,XiaoYuedong,WeiZhen

(SchoolofManagement,Chongq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Chongqing40005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degreeofuncoordinatedcouplingbetwee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ecological
protectionwasmeasuredscientifically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ecological
protection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Methods]A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 was
constructedfor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for108citiesintheYangtzeRiver
EconomicBelt.Weuseduncoordinatedcoupling,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othermethodstoexplorethe
uncoordinated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inthe
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rom2005to2018.[Results]① Astimeprogressed,thegapinecological
protectionbetweencitiesdecreased,butthegapinhigh-qualitydevelopmentincreased,andthedegreeof
uncoordinatedcouplingbetweenthetwosystemsshowedafluctuatingdownwardtrend.② Citieswitha
degreeofuncoordinatedcouplinglessthanorequalto0.5weremainlyconcentratedinthedownstreamregion



andgraduallyspreadtothemiddleandupp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③ Thedegreeofuncoordinated
couplingbetween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showedpositive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thespatialagglomerationeffectwassignificant.[Conclusion]

Therewasalargedifferenceinthedegreeofuncoordinatedcouplingbetwee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
andecologicalprotectionofcities.Thekeytobreakinguncoordinatedcouplingbasedonecologicalprotection
istogivefullattentiontotheleadingroleofurbanagglomerationsandprovincialcapitalcities.
Keywords:ecologicalprotection;high-qualitydevelopment;non-coordinatio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

段;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1]。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流域经济之首,是重大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一直以来都备受瞩

目,长江经济带区域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且其生态地位逐渐突出。着眼

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系统探究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性关系,是长江经济带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保护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独创的新概念,是中国经济高

速发展的升级版,其既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需求[2]。
目前有关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包
括相关政策解读[3-4]、概念的界定[5-6]、指标体系的构

建等[7-8]。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且相关研究一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

断深入[9],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涉及环境变量的经济增

长模型构建[10-11]、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2-13]、环境

治理对经济的影响等[14]。国内学者还引入物理学中

的耦合理论来测算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研究

区域涉及国家、大区和省域、城市与城市群等。国家

尺度,Choker等分析了尼日利亚政府的环境控制政

策[15]。宫笠俐[16]根据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

环境治理中的角色,总结了多中心治理模式。刘德强

等[17]发现2000—2015年之间,中国经济与环境耦合

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大区和省域尺度,马丽

等[18]发现沿海都市区与中部产业集聚区的经济与环

境耦合协调水平比西部和东部高。高林安等[19]以东

北地区为例,构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并测算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城市与城市群

尺度,王少剑等[20]发现京津冀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

度呈现“S”型变化等。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一直存在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且有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关于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尚少,且未见有关非协调性

耦合的研究。长江经济带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发达的

地区,除沿海开放地区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带,对
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是其他经济带无可比拟的,其拥

有最广阔的腹地面积和发展空间,将成为世界上可开

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内河经济带[21]。因此,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的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逆向思维来研究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非协调性耦合问

题,以期拓宽已有研究视角,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为国内外其他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

考,贡献中国经验。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

目前有关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评价指标体

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本研究从影响这两个系统的成

因机制出发,尊重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个系统的

自然变化特征,选取不同评价指标进行度量。创新发

展是第一动力,创新发展能力不足是多数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

内生特点,推动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以及供

需协调发展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绿色发展是高质

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其强调了将绿色生产力嵌入到各

个领域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由于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开放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历史

必然和时代所需,只有加强开放能力,才能加快与世

界各国的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更好的生活[22]。因

此,以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从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来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来衡量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长期

以来,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度密度布局,是中国的重

化工产业的集聚区,对环境的污染主要为工业“三废”
排放。因此,分别选取污染指标与治理指标来反映长

江经济带城市生态保护情况。同时在严格遵循数据

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之下,考虑

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参考李梦欣等[22]、马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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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3]、田泽等[24]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共构建了包括7
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与生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变 量 性质 权重

高
质
量
发
展

创新指标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0.0519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0.0040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件 + 0.1894

协调指标

劳动生产率/% + 0.0159
收入差距 - 0.0026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 0.000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 元 + 0.0928
社会就业率/% + 0.0489

绿色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032
园林绿地面积/hm2 + 0.1154

开放指标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 + 0.0533
对外经济合作新签合同数/个 + 0.2104

共享指标

劳动者报酬/GDP + 0.0347
医疗卫生机构数/个 + 0.0363
图书馆总藏量/1000件 + 0.1408

生
态
保
护

污染指标

工业烟尘排放量/104t - 0.0047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04t - 0.0417
工业废水排放量/104t - 0.0841

治理指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1962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 0.3952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2781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权重的确立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体系的

量纲差异,本文首先对数量进行无量钢化处理,其中效

益(正向)指标X'
ij=

Xij-minXj

maxXj-minXj
,成本(负向)指标

X'
ij=

maxXj-Xij

maxXj-minXj
法来确定综合指标体系中各项

指标的权重。熵值法自提出以来,就被广发应用于众

多领域问题的评价中,熵值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具备如

下优点:①结果更为直观易于理解,方法实用性强;②避

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客观性强;三是熵值法对于指标

数量没有限制,适用范围广[25],具体计算公式如下[26]:

wj=dj∑
m

j
dj (dj=1-ej)

ej=-k∑
n

i=1
Pi×lnPi (k=1/lnn)

Pi=
X'

i

∑
n

i=1
X'

i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1)

式中:wj 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Pj 表示样本指标

权重;ej 表示第j 项指标的信息熵;dj 表示第j 项

指标的效用值;n 表示样本数量。下同。

基于熵值法所得不同指标的权重进一步测算经

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U1 与生态保护的综合

评价指标U2,具体公式如下[26]:

     
U1=∑

m

j=1
wj×x'

ij

U2=∑
m

j=1
wj×x'

ij
{ (2)

式中:U1,U2 分别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的

综合评价函数。下同。

1.2.2 非协调耦合判别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是一对交互耦合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

带来的能源消耗、交通扩张等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作

用,同时其带来的资本、科技也会有益于生态环境保

护;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通过提供宜居的环境、地理限

制等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区域可能会表现

出协调的或者非协调的耦合状态,本文在已有的耦合

协调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非协调性耦合模型[27]:

    

ND=1-D
D=(C×T)1/2

C=2×
U1×U2

(U1+U2)2

1
2

T=a×U1+b×U2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3)

式中:ND代表非协调性耦合度;D 代表协调性耦合

度;C 代表耦合度;T 代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综合水平;a,b代表待定系数,本文认为生态保护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同等重要,据此取a=b=0.5。依据

已有的协调耦合成果[27],将非协调耦合度划分为4
个阶段(表2),其取值范围介于(0,1)。非协调耦合

度主要用于衡量不同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对

彼此的滞后程度。本文中,非协调耦合度的取值越接

近0,表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等级越

低,即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越协调,两个系统的相

互促进作用越显著;非协调耦合度取值越接近1,表
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等级越高,即高质

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系统之间发展不均衡,两个系统彼

此促进作用越弱,发展不协调。

表2 非协调性耦合等级评价结果

非协调性
耦合度

非协调等级
非协调性
耦合度

非协调等级

0<ND≤0.2 低水平非协调耦合 0.2<ND≤0.5 拮抗非协调耦合 
0.5<ND≤0.8 磨合非协调耦合 0.8<ND<1 高水平非协调耦合

  注:ND为非协调性耦合度。

1.2.3 空间相关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用于分析数

据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的方法,用于解释空间属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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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关联特征,并进一步阐述其在空间上的集聚特

征[28]。本文采用 Moran’sI指数来探究长江经济带

不同 城 市 之 间 的 非 协 调 性 耦 合 的 相 关 性。全 局

Moran’sI指数通常应用于地理学,来探究某一区域

中某种属性的空间自相关情况,也可以用来研究空间

上相邻单元的相似度[29],具体公式如下[30]:

 I=
n×∑

n

i=1
∑
n

j≠1
Wij(xi-x)(xj-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3)

式中:I 表示 Moran指数;n 表示研究城市的数量;

xi,xj 分别表示在城市i,j位置的非协调性耦合度,x
表示非协调性耦合度的平均值;Wij表示城市i与j的

邻域关系,当i与j 邻近时,Wij=1,反之为0。全局

Moran指数的数值区间为[-1,1],大于0表示空间正

相关,小于0表示空间负相关,等于0表示不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进一步测算城市高质

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在局部空间上集聚的

具体位置,进而分析局部空间上的不均衡性,发现高

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度的空间异质性。
其中局部 Moran’sI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i=
(xi-x)

m0
∑
j
Wij(xj-x) (4)

式中:xi 表示区域i中的非协调耦合度值;x 表示所

有区域内非协调耦合度的平均值;正的Ii 值表示与

该区域内非协调耦合度值相似的观测值的空间集聚

(H-H或L-L);负的Ii 值表示与该区域内非协调耦合

度值不相似的观测值的空间集聚(L-H或H-L)。

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是指沿长江附近的经济圈,横跨中国

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
重庆、四川等11个省份,100多个城市,面积达2.00
×106km2 多,占全国21%,人口及生产总值超过全

国40%。本研究所涉及数据均来自2006—2019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级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才采用插值

法进行补全,力求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保持数

据的可得性和连贯性,故去除部分地区撤县建市的县

级行政单元,如湖北的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地区

等。因此,将108个地级市纳入本文研究范围,其底

图数据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ngcc.
sbsm.gov.cn)提供的长江经济带矢量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非协调性耦合时序演变特征

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原始数据的平均值,分

别测算了2005—2018年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

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U1)、生态保护系统的综

合评价指数(U2)、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以及两个的

非协调性耦合度(ND)(图1)。

  注:高质量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U1)、生态保护系统的综合

评价指数(U2)、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以及两个的非协调性耦合度

(ND)。

图1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评价值

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呈现“一波三折”的变化趋势,“三折”包括2006—

2008,2011—2013,2016—2018年,且2016—2017年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急剧增加,与2016年国家出台

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有关,表明政策对高质

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且证明了该《纲要》是切实

可行的。综合指数的下降可能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

危机,2013年经济危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有关,
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国内外贸易环境

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综合评

价指数虽有小幅波动,但上升趋势显著,表明长江经

济带对生态保护投入足够多的重视,并取得较好效

果。长江经济带两个系统的耦合度较为稳定,并始终

保持在高水平耦合阶段,表明两个系统关系紧密,有
较强的依赖关系,可能与衡量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发展

指标有关,也证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

必要性。长江经济带两个系统的非协调性耦合度在

2017年之前波动下降,两个系统由磨合非协调耦合

阶段发展至低水平非协调耦合阶段,表明高质量发展

与生态保护系统之间积极的相互促进作用逐渐显著,
两个系统逐渐呈现出协调状态;但2017—2018年又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极有可能是高质量发展制约了两

个系统的协调状态。

2.2 非协调性耦合的时空分析

2.2.1 综合评价指数 分别测算长江经济带108个

城市2005—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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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数,并进一步运用 ArcGIS10.3软件分别对

2005,2010,2015,2018年4个典型年份两个系统的综

合评价指数做可视化处理(图2)。高质量发展系统和

生态保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

法(Jenks)分为5个区间,便于比较同一时间长江经济

带不同城市两个系统的发展情况。

图2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U1)与生态保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U2)的空间演化格局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整

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且差

距在逐渐变大。高质量发展系统空间分布格局没有

明显变化,4个时间节点都呈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

高于中上游地区的空间特征,成都、重庆、武汉、上海

市及其周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总是高

于其他城市,表明这些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总是优于

同一时间的其他城市,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

一致;湖南省和江西省的部分城市高质量发展状况在

2010年之前比其他城市好,2015年之后与其他城市

差距减小,但与上海、武汉等城市差距拉大。由此可

见,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质量发

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人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

能力强,促进了城市高质量综合水平的提高。

2005—2018年,生态保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高

值区呈现由“集中”到“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2005
年生态保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高值区较为集中在长

江三角洲部分城市,2010年开始向长江经济带中游

转移,到2015年开始呈现分散分布,表明越来越多的

城市开始注重生态保护并实施了积极措施。但长江

经济带上游的重庆市、云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部分

城市生态保护综合评价指数始终偏低,未来应采取更

有效的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综合评价指数

的空间分布差异主要受自然环境与人为开发的影响,
长江下游地区是沿海平原地区,自然条件优于内陆地

区,且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开发已经由牺牲生态转变为

保护生态,而西南内陆地区还没实现这种转变。长江

经济带个别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保护系统的

耦合度并不高,与图2所示两个系统整体耦合度高低

存在差距,例如重庆、上海市等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指数很高,但其生态保护综合评价指数却很低,与通常

认为的经济越发达生态越好的观点并不相符。

2.2.2 非协调性耦合度 为了揭示长江经济带非协

调性耦合度在不同时期内的空间组合差异,分别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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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保护系统

的非协调性耦合度,在ArcGIS10.3软件中对2005,

2010,2015,2018年的非协调耦合度值做可视化处

理,并根据表2将各城市两个系统的非协调性耦合度

分为4个等级(图3),如若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

境的非协调耦合度值小于等于0.2时,被标注为红

色,表明该城市处于低水平非协调耦合阶段,高质量

发展与生态保护系统彼此的促进作用显著,是城市致

力于实现的状态;其次是拮抗非协调耦合阶段;再次

是磨合非协调耦合阶段。

图3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系统非协调性耦合时空分异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两个系

统的非协调耦合度由磨合非协调耦合向低水平非协

调耦合转变,即表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不断

得到改善。2005年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

性耦合度仅分为拮抗非协调耦合和磨合非协调耦合

2个等级,2010年以后在上海市增加了低水平非协调

耦合等级。对比发现,长江经济带磨合非协调耦合等

级的城市数量逐渐减少,向拮抗非协调耦合等级转变

的增多,各城市非协调耦合等级的变化与整个长江经

济带的非协调性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基本一致,集中体

现了耦合过程中非协调性不断减弱的变化特征,即在

耦合过程中两个系统协调性逐渐增强,但处于低水平

非协调等级和拮抗非协调耦合等级的城市不多,即非

协调耦合度值小于等于0.5的城市数量较少,反映了

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脱节

现象明显、非良性互动关系明显,交互作用协同机制

有待提高。在空间布局上,低水平非协调耦合等级和

拮抗非协调耦合等级的城市集中分布于长江经济带

下游,以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为典型,此外也包括长江

经济带中上游的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磨合非协调

耦合等级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城市。
这种分布与高质量发展的分异特征较为相似,总体来

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发展悠久、基础设施完备

的城市非协调耦合较低,即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协

调性较强。

2.2.3 非协调耦合度相关性分析 探究了不同城市

自身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演化规律,
并不能完全了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与生态保护非协

调耦合发展的全貌。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自相

关模型来深入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

联性,深化有关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发展的研究,以便

为实现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2005,2010,2015,2018年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非协调性耦合度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模

型,运用 GeoDa软件计算得到全局 Moran’s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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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全局 Moran’sI指数均大于0,且标准化统计

指标Z和p值都通过检验,表明Moran’sI指数是显

著的,即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

性耦合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此外,全局

Moran’sI指数呈现“U”型分布,表明其空间集聚态

势先减弱后增加。
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可以进一步判断长江经济

带城市空间集聚的明显位置以及区域相互关联程度,
可以具体刻画城市与城市之间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

护非协调性耦合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本文

分别测算了2005,2010,2015年和2018年长江经济带

各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度的局

域空间关联指数,并借助ArcGIS10.3软件将结果空

间化处理,得到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

护非协调性耦合度的LISA图(图4)。

表3 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度的

全局 Moran’sI指数

年份 Moran’sI E(I) 方差 Z 得分 p 值

2005 0.3861 -0.0093 0.0692 5.6522 0.001
2010 0.3305 -0.0093 0.0673 5.0019 0.001
2015 0.2994 -0.0093 0.0688 4.4199 0.001
2018 0.3192 -0.0093 0.0686 4.7196 0.001

图4 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度LISA集聚特征

  (1)高高集聚区(H-H)。2005年和2010年该类

型城市集中分布于四川省,2015年和2018年分布较

为分散,总体而言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在空

间分布上与经济不发达城市基本吻合。该类型城市

在2005年有5个,2010年有7个,2015年9个,到

2018年有9个,在数量上变化起伏不大,占比小。这

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非协调性耦合度指

数要远远高于其周边城市,是区域非协调发展的增长

极,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且多是各省边缘城

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受到限制条件的约束大,
多城市的集中分布形成了明显的负向传到作用,严重

制约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进程,从而其非协调耦

合程度自然偏高。这种类型的城市单纯的依靠自身

实现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不现实

的,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同时针对性的制定适合

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是破解该类城市高质量发

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发展的突破口。
(2)高低集聚区(H-L)。该类型城市有滁州市、

宣城市、舟山市、镇江市,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其分

布相对稳定,2005年有4个,2010年有2个,逐年减

小,且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对周围城市的带动作

用,逐渐提高了周围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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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15年之后便不存在该类型城市。该类城市本

身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度较高,但其

周围相邻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

度均偏低,但又没能受到周围相邻城市在高质量发展

与生态保护过程中的带动作用,区域之间的溢出传导

效应对该类型城市影响程度小。该类型城市位于非

协调耦合度较低地区转向较高地区的过渡区,分布于

非协调耦合度较低的低低集聚区周围,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低值区通过溢出效应带来的“涓滴效应”,强化

了该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耦合度。
(3)低高集聚区(L-H)。该类型城市主要是各省

的省会城市,包括成都、武汉、重庆、昆明4个城市,
研究期内数量分布比较稳定,2005年有2个,2010年

有3个,2015年有4个,2018年有3个,空间分布上

也没有较大波动。该类型城市虽然高质量发展与生

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度处于较低水平,但与低水平相比

有一定差距,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度仍

有减小空间。此外,该类型城市受到周边非协调耦合

度较大的城市相互制约,该地区较小的高质量发展与

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度并没有带动周围地区非协调

耦合度整体减小,反而呈现出极化效应,也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其自身的高质量与生态保护的协调耦合

发展。
(4)低低集聚区(L-L)。该类型城市稳定集中于

长三角等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水平较高的城市群

地区。该类型城市在2005年有12个,2010年有10
个,2015年有13个,2018年有13个,在数量上变化

不大。这类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性

耦合度远远低于其周边城市,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

极。具体来看,虽然4个时间节点的低低集聚区都分

布于长三角地区,但其空间格局在2010年开始有所

变化,2015年低低集聚区不仅限在长三角地区,与长

三角邻近的安徽省出现马鞍山、宣城2个此类型城

市。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逐渐提高了其自身以及周围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水平,形成了区域非协

调耦合发展的低值集聚区。一方面表明长三角城市

群高质量与生态保护发展水平稳定,使得其非协调耦

合发展程度低、协调耦合程度强,形成区域核心。另

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经济较发达,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密

切,人才流动、技术扩散等溢出效应显著,从而可以带

动如马鞍山、宣城等周边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

不断协调耦合发展。

3 讨 论

目前,有关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是

政府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同时也是经典的理

论问题。从研究结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以及重庆、
成都、武汉等省会城市都是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较

低水平非协调耦合地区,即高协调耦合地区,这类型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化建设完善、综合实力强,
是国家重点发展区域。以城市群为单元推动和提高

区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本

文证明城市群战略确实可以推动长三角城市群自身

以及带动周边城市高质量与生态保护的协调耦合发

展,但同为城市群的成渝城市群却没有达到相同效

果,这与其地理区位密不可分,长三角城市群沿海分

布,对外开放力度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之间差距

小,尽管成都和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成渝城市

群城市间差距大,仅靠成都和重庆拉动整个区域协调

发展进程缓慢。因此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城市,应借

助“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政策红

利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扩大长江经济带

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在重点关注核心区域发展的同

时,对于磨合非协调耦合发展地区做好协调耦合工作

也迫在眉睫。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磨合非协调耦

合地区主要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尤其是上

游地区,但加快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工作需要同步

进行,切不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发展经济。从生态保

护综合发展水平来看,这些城市生态保护水平较好,
表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导致其非协调耦合度较高的

原因。这类城市地处内陆,解决区位限制、充分发挥

城市群以及省会城市的带动作用是破解地区非协调

耦合发展程度较高的关键,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4 结 论

(1)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综合评价指数时序上

增速明显,空间上城市之间差距逐渐减小,向长江经

济带中上游深入逐渐趋于均衡发展。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时序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在2018年有

明显的下降趋势,空间上2005年和2010年高质量发

展水平呈现长江经济带“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

减分布,2015年和2018年高值区集中同样分布在长

江下游地区长三角城市群,但中上游均为低值集聚

区,且城市之间差距逐渐拉大。
(2)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

性耦合时序上波动递减,但在2018年有明显上升趋

势,空间上与子系统发展相反,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

护水平越高其非协调性耦合度越低,即“下游低、中上

游高”,同时也呈现明显的集群化特征,大多数城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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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磨合非协调耦合等级,拮抗非协调耦合等级逐步

向中上游扩散。
(3)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

耦合度的 Moran’sI指数在4个典型年份均大于0,
且都在99%的置信区间水平下通过检验,证明在空

间格局上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非协调性耦合

度在空间水平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区,且
高高集聚区分布于经济不发达城市基本吻合,低低集

聚区稳定集中在长三角等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水

平较高城市群,高低集聚与低高集聚类型城市数量

少,分布于高高集聚区或低低集聚区之间。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

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相邻地区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保护水平提升会导致周边城市非协调耦合度

降低。
基于地理学视角,创新物理学耦合协调模型,研

究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非协调耦合关系,为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交叉学科、
系统分析的研究思维势必会成为一种流行趋势,采用

逆向思维来看待和分析问题,把握问题规律的同时也

有利于对原有思路进行验证。但本文还存在许多不

足:①文章只是揭示了高质量与生态保护非协调耦合

时空演化规律,并没有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何种因

素如何引起非协调耦合度的变化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②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

客观赋权与主观赋权相结合,或者将不同的指标权重

赋值法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使得指标权重的确定

更加科学、合理。③研究还需要纵深化。研究还可以

考虑具体到县域尺度,可以考虑采用空间计量的方

法,更加深入的分析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空间特征。或者有针对性的进行分区研究,并结

合各自区域的关键目标,调整指标,使其对实践更加

具有指标意义。④指标选取的进一步完善。鉴于完

整评价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些指标数据获取

较难,本文选取了一些替代相关指标。比如,“R&D
投入强度”、“R & D人员”等指标较难获取,本文用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重”作为替代衡量高质量发展系统的创新指标。高

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是非常复杂的工程,涉及众多因

素,相关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人们对其的认识也不够

完善,因此未来应根据研究区域的特点,从影响因素

方面出发,尊重系统自然变化规律,尽可能的考虑增

加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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